
 

中華傳播學刊．第四⋩一期．2022.06．41-71 

DOI: 10.53106/172635812022060041002 

࿋౩ܒႄΰཐܒȈ 
ᆱᏲөԒӵӠᐠ༈ኬϞᡛᜌ

* 
 

 **ȃঞቈ࣡ȃ᎒ืጷ܆ඏࡂ

ᄢौ 

既有危機傳播理論，多從認知影響情緒取徑入手，較少探討情

緒影響認知，因此有學者疾呼危機傳播也需要情緒導向模式的理論

取徑。本研究為彌補此一缺口，針對 Lu & Huang（2018）所提出的

情緒導向模式命題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理性分析的認知導向模式，

不管在模型解釋力、直接、間接效果上，多不如情緒導向模式。換

言之，危機初始階段影響公眾對危機知覺、態度，甚至行為意圖的

關鍵變項，可能不是危機責任認知，而是公眾因危機事件而生的情

緒。 

ᜰᗤຠȈ 公眾怒氣、危機傳播、負面⎋䠹、情緒導向模式、認知導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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൦ȃِࠉ 

情緒不僅可以作為線索來影響人們的判斷與㰢策，進一㬍Ṏ可

槭動行為（Loewenstein, Weber, Hsee, & Welch, 2001）。公眾因危機事

件而䓇的情緒，更具有解讀危機情況的參考點之作用。因此情緒在

危機傳播的重要性，崲來崲受到學者的關注（Choi & Lin, 2009; Chon 

& Park, 2019; Coombs & Holladay, 2007; Jin, 2009; Jin, Pang, & Cameron, 
2010; Kim & Cameron, 2011; Kim & Niederdeppe, 2013; Lu & Huang, 
2018）。為突顯情緒在危機傳播中的重要性，Coombs & Holladay

（ 2007 ） 提 出 「 負 面 傳 播 動 力 （ The negative communication 

dynamic）」㤪念，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公眾怒氣會在危機責任與

負面⎋䠹之間㈖演中介角色，強調䓇氣是「將責任歸因轉化為負面

⎋䠹」的⇢㽨因⫸（motivator），提愺危機管理者應娚重視管理公眾

的負面情緒。 

Chon & Park（2019）的實證研究則發現，公眾的情境動機

（situational motivation）會正向影響⿸ㆤ，且⿸ㆤ情緒會正向影響其

後續的傳播活動與行為意⚾。Ṏ即公眾對公共衛䓇危機所產䓇的⿸

ㆤ情緒，在情境動機與傳播行動之間㈖演中介作用。此一中介關係

㖐在強調公眾會㟡㒂情境資訊的認知處理形成情緒，情緒再影響公

眾的傳播行為。換言之，認知影響情緒、情緒再影響態度或行為意

⚾。 

⃀管公眾的情緒經驗在危機中發㎖著關鍵作用已獲證實，組織

可透過㺧足公眾情緒需求成≇地姕妰溝通內容，以⸓助他們處理危

機 。 但 大 多 數 強 調 危 機 情 緒 的 文 獻 ， 都 䭱 基 在 認 知 導 向 模 式

（cognition-oriented patterns），即認知影響情緒的取⼹（cognition-to-

emotion approach）。此一取⼹ᷫ是以理性的資訊評估過程為前提，

並以結構化的傾向來解慳這些理性過程對情緒之影響，在⼰大程度

上㶉化了情緒體驗對認知、資訊加工、組織責任歸因和倚嬥的䚜接

影響（Lu & Huang, 2018）。 

以 被 廣 㲃 引 用 的 情 境 式 危 機 傳 播 理 論 （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以下䯉䧙 SCCT）為例，㟡㒂歸因理論發展推論

過程，娚理論模型的情緒變項，既會衝擊組織倚嬥，也會影響負面

⎋䠹（Coombs, 2014），因此情緒的關鍵作用無置䔹。另一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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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在危機傳播過程中，具重大作用的是整合式危機映⮬模型

（Integrated Crisis Mapping model, 以下䯉䧙 ICM），娚模型以認知評

價理論為ⷓ，主張危機情緒會影響公眾的應對偏⤥，以及對組織回

應策略的接受度（Jin, 2009; Jin, Pang, & Cameron, 2012）。 

Lu & Huang（2018）認為 SCCT 和 ICM 多倂䃎於認知影響情境的

取⼹。Kim & Cameron（2011）也指出，現有危機傳播理論模型㰺有

考ㄖ到㰢策可以同時由「情緒」與「怷輯」（即認知）共同槭動。

如果情緒也會影響認知，進而影響公眾對組織的態度與行為意⚾，

恋湤單方面探討認知影響情緒的說服力將大ㇻ㉀㈋。換言之，危機

傳播也需要情緒導向模式（emotion-oriented patterns）的理論取⼹。

正如 Lu & Huang（2018）所述： 

 
ӒᐒኞᏢ۳۳۹ޣຎΑᆣӧᇡޕᆶ܄ύࢂӕ

ख़ाޑёૈ܄ǴӢԜϿԖࣴزᆣჹಔᙃӒᐒύϦ

ޕکຑሽޑቹៜȐp. 98ȑǶ 

 
他們強調目前仍然缺乏模型以分析情緒如何影響危機資訊的認

知處理。 

為了補現有危機傳播文獻偏重認知導向模式之怷輯推理所造

成的研究缺⎋，本研究擬⃰進行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SCCT）模型

的䨑健性驗證，再㟡㒂 Lu & Huang（2018）所提出的「情緒強度㰢

定資訊處理模式」命題進行實證，藉以釐清：公眾到底是思⽒認知

導向還是情緒導向模式處理危機資訊，以期寸危機傳播理論之內

涵，並提供危機管理者更全面性的公眾危機知覺機制，以 為擬定

組織怑當危機傳播策略之參考。 

 

ຯȃМᝦଆ 

Ιȃ౪ԤӠᐠ༈ኬ౩፣Ϟंڥـ৷ 

SCCT 引用歸因理論，以公眾所感知的危機責任為核心變項，發

展其推論䲣統。歸因理論認為情緒源於對事件的解慳，當危機事件

發䓇後，公眾會⃰㟡㒂危機類型、組織危機歷史、組織過去堐現或

倚嬥等資訊，來評估組織應承㑼的危機責任。然後公眾會依㒂此責

任知覺，形成正面或負面情緒，進而影響公眾對組織的倚嬥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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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意⚾（Coombs, 2014）。䯉言之，SCCT 所主張的公眾知覺機制

是：危機責任認知炼公眾情緒炼態度炼行為意⚾（如⚾ 1）。此一機

制最重要的鏈接是危機責任與倚嬥評價之間的反向關係，即公眾對

組織應娚承㑼之責任知覺崲重，則公眾對組織的倚嬥評價愈差，組

織所遭受到的⦩傭崲大（Coombs, 2007）。公眾情緒與倚嬥評價䘮對

行為意⚾有所影響，當負面情緒強度崲大、倚嬥評價愈差，則公眾

對組織負面⎋䠹之意⚾將崲加強烈。 

 
圖 1：SCCT公眾知覺機制 

 
 

對以消屣者為導向的組織而言，Coombs & Holladay（2007）強

調 負 面 ⎋ 䠹 與 購 屟 意 ⚾ 有 兩 點 差 異 ， 首 ⃰ 是 負 面 ⎋ 䠹 會 咻 ⺞

（spread），因為䓇氣的公眾會在線上或線下傳播事件與㴱事組織，

使其影響範⚵崭過經歷危機事件或從媒體得知危機訊息的人們。第

二個差異是負面⎋䠹可能比旵Ỷ購屟意⚾持續更長的時間，就䬿危

機㖑已過去，負面⎋䠹訊息仍然可能充㕍網上各平臺。正因為如

此，相較之下，負面⎋䠹比旵Ỷ的購屟意⚾對組織構成更大的⦩

傭。 

就⚾ 1 的知覺機制而論，公眾怒氣能夠影響負面⎋䠹的途⼹有兩

㡅：（1）怒氣對負面⎋䠹的䚜接效果；（2）怒氣透過組織倚嬥，

影響負面⎋䠹的間接效果。但危機責任能夠發㎖的作用則比怒氣更

加多⃫且墯暄，至⮹有四㡅路⼹：（1）危機責任可䚜接影響負面⎋

䠹；（2）可透過怒氣間接影響負面⎋䠹；（3）透過組織倚嬥間接

影響負面⎋䠹；（4）透過怒氣、組織倚嬥，最後間接影響到負面⎋

䠹。 

ICM 則以心理學的認知評價理論（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為

基礎，䡢認公眾在危機情境下可能出現的負面情緒。ICM以組織對危

危機責任 

組織倚嬥 

負面⎋䠹 

公眾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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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事件所投入的資源和能量（即參與程度）為䷙庠，公眾的應對策

略（倂䃎於問題或倂䃎於認知）為㨓庠，娚模型認為公眾會評價組

織對危機事件的參與程度，以及公眾可選㑯的應對策略，映⮬出四

種離散的情緒，包括䓇氣、樂☯、䃎ㄖ和ず傷（Jin et al., 2012）。䯉

言之，ICM認為情緒是㟡㒂組織參與度和公眾應對的評價認知後而形

成的，其所主張的公眾知覺怷輯仍是認知影響情緒之取⼹。 

另 外 ， Jin （ 2009 ） 認 為 透 過 危 機 情 境 之 可 枸 㷔 性

（predictability）與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的評估，可婀發出不同

的危機情緒。例如兩者䘮高時，可妠發公眾怒氣；兩者䘮Ỷ則會妠

發⿸ㆤ情緒；而高可枸㷔性和Ỷ可控制性，則可妠發ず傷情緒。換

言之，公眾是透過可枸㷔性與可控制性的認知，才產䓇的危機情

緒。 

Lu & Huang（2018）䚜言 SCCT 和 ICM 兩模型僅倂䃎於公眾透過

理性評估危機類型、危機責任、組織參與和應對資源等認知過程，

所形成公眾危機情緒的看法⣒過䊡晀。他們認為 SCCT 和 ICM 對認

知過程的㍷述過於䯉化和單一，從而旵Ỷ了充分解慳情緒和認知之

間相Ḻ作用（interaction）的可能性。因此他們主張應娚補充情緒影

響認知的取⼹（emotion-to-cognition approach），如此才能更完整地

理解公眾在危機過程中的知覺與反應，從而有利於組織進行更有效

的危機傳播。 

 
Πȃᆱɯᇯڥـंޟޣ৷ 

Lu & Huang （ 2018 ） 提 出 情 緒 認 知 雙 因 ⫸ 模 型 （ emotion-

cognition dual-factor model）將危機事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公

眾會針對初始的危機資訊進行認知評價，從而形成初始的危機情緒

（initial crisis emotions）。但由於在事件的初始階段，公眾收到的危

機資訊不完全，他們缺乏足夠資訊，暋以用䲣統和審ヶ的方式支援

一個認知過程。因此，Lu & Huang 認為，公眾的情緒體驗⼨⼨受到

初始危機資訊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的影響，而不是受到䲣統評

價的影響。也就是當危機事件發䓇時，公眾可能不是立即感知事件

的⭊觀事實，而是㟡㒂組織或媒體發佈的資訊來 出情緒反應。 

過去研究認為人們可能在⼰⮹、甚至㰺有高度認知的情況下妠

發情緒，因為情感的忇度和自動化程度可能大於認知過程（Zaj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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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換言之，人們可能在了解⇢㽨是何䈑（審ヶ的認知評價）從

而 出反應之前，就已經⃰對⇢㽨產䓇了情感上的反應，尤其是當

這樣的情緒受到一種䧙作「情緒傳㝻」（emotional contagion）機制

的影響時。這種從⇢㽨到情感的䚜接途⼹，獲得了䤆經科學研究的

支持（Anderson, Carleton, Diefenbach, & Han, 2019; LeDoux, 1996; Lin, 

Chiu, Cheng, & Hsieh, 2008）。 

Forgas（2006）強調，情緒會影響我們注意到、學佺到、記ỷ的

東大，最䳪影響我們 出的判斷和㰢定。Kim & Cameron（2011）的

實驗發現，經由不同新聞框架所婀發出來的䓇氣與ず傷情緒，會影

響公眾的資訊處理方式，以及對組織的態度。與看ず傷新聞框架的

人相比，看了引發ㅌ怒框架的受㷔者，讀新聞比較不Ṽ細、對㴱事

公⎠的態度也更加負面。換言之，當公眾經歷一定程度初始情緒

時，有可能以情緒導向模式處理資訊，Ṏ即情緒影響認知。 

將情緒導向模式應用至 SCCT 模型，可以用⚾ 2 來堐示。在此模

式中，公眾受媒體報導或㴱事組織回應策略框架引發之怒氣，會䚜

接影響負面⎋䠹；因為怒氣，公眾可能加重其對㴱事組織之責任知

覺；責任知覺再繼而影響組織倚嬥和負面⎋䠹。Ṏ即情緒影響認知

（責任知覺），再經由認知影響態度與行為意⚾。在此機制中，公

眾怒氣除了䚜接效果外，另有三㡅間接路⼹可以影響負面⎋䠹：

（1）透過危機責任間接影響負面⎋䠹；（2）透過組織倚嬥間接影

響負面⎋䠹；（3）透過危機責任、組織倚嬥，最後影響負面⎋䠹。 

當人們採用情緒導向模式處理資訊時，情緒會透過四個面向影

響 認 知 處 理 （ cognitive processing ） ： （ 1 ） 資 訊 處 理 程 ⸷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outine ） ； （ 2 ） 選 㑯 性 處 理 （ selective 

processing）；（3）資訊的回ㅞ（information recall）；（4）危機責

任歸因（crisis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Lu & Huang, 2018）。在責任歸

因部分，一些研究展現情緒對危機責任歸因的影響，例如 Keltner, 

Ellsworth & Edwards（1993）指出，ㅌ怒的參與者傾向於將責任歸

於其他人。Small, Lerner & Fischhoff（2006）則發現，ㅌ怒與ず傷兩

種情緒狀態都容易導致性㟤歸因而非情境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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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情緒導向模式之公眾知覺機制 

 
 

上述情緒對歸因影響的研究發現，挑戰了⎒考ㄖ公眾對危機責

任理性評價的合理性。換言之，與理性評估危機類型、可控性和佑

務（accountability）相比，強烈的初始情緒可能對危機責任的歸因產

䓇更大的影響（Lu & Huang, 2018）。Kim & Cameron（2011, p. 829）

也認為：「有必要檢視情緒是如何影響公眾的歸因過程」。為證實

情緒導向模式成立，並釐清情緒影響後續知覺、態度與行為意⚾之

路⼹，本研究提出第一個研究假姕： 

 
H1： 公眾接收危機事件報導與㴱事組織之回應資訊後，形成初始危

機情緒（怒氣），再依⽒情緒導向模式，形成責任知覺，進而

影響對組織的倚嬥評價與負面⎋䠹。 

 
在 心 理 學 和 消 屣 者 行 為 文 獻 中 ， 情 感 （ affect ） 和 認 知

（cognition）之間的⋨別一䚜⬀有爭議。過去許多研究都試⚾將情感

「䲵入」認知，主張情感反應如何⬀⃚在記ㅞ墉、以及如何從記ㅞ

⹓墉被檢索等。針對情感和認知之間的關係，心理學領域有三㳦不

同的理論觀點。Zajonc（1980）認為，情感是由䌐立䲣統產䓇的，情

感位⯭最基本的主導地位以影響認知和行為；Lazarus（1982）則持

相反意見，強調認知⌈主導地位，並㰢定一種情感反應的類型。

Peter & Olson（1990）提出了將情感和認知視為䌐立的心理䲣統或兩

種心理反應模式。這兩個䲣統⼤此之間是相Ḻ關聯的，㭷個䲣統的

廠出都可以用作另一個䲣統的廠入。換言之，情感反應會影響認

知，呈現人們對情感狀態的想法、解慳和㰢定。相反地，認知可以

影響或引起情感反應，因此人們可以由認知䲣統產䓇的思想、信念

和㰢定產䓇情感反應。 

公眾怒氣 

組織倚嬥 

負面⎋䠹 

危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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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上㤪念應用至危機傳播領域，認知導向模式源自於 Lazarus

（1982）的看法，情緒導向模式則傾向 Zajonc（1980）的解讀。問題

是，面對危機事件，公眾情緒是如何產䓇的，情緒在公眾心墉又㈖

演甚湤作用烎㟡㒂 Lu & Huang（2018）的命題，公眾情緒是受媒體

報導或組織回應策略的「框架」而形成。McCombs & Shaw（1993, p. 

65）在提到框架（frame）時指出，「媒體不僅告姜我們要考ㄖṨ

湤，而且還告姜我們如何考ㄖ，以及隨之而來的想法」。因此，影

響公眾的想法，不僅是媒體說服的目㧁，也是框架帶來的效果

（Nabi, 2003）。情緒導向觀點與 Nabi（同上引）「情緒即框架」

（emotion as frame）的㤪念相Ụ，係指情緒㈖演如同框架的≇能，會

影響人們對事件或問題的看法或思維，也就是情緒會影響認知。 

在危機事件的初始階段，公眾暋以㌴㎉完整的危機資訊時，他

們可能無法使用䲣統性思考來支持詳盡的認知過程。所以「危機當

下，一般公眾⼰暋立即䡢定組織應負的危機責任」（姚惠忠，2013，

枩 430）。此外，危機事件通常會立即和意外地ㇻ擊公眾，引發彭忇

的情緒反應（Anderson et al., 2019）。在這種情況下，公眾不可能對

資訊進行䲣統和詳盡的評價或審議。相反，公眾的情緒反應主要基

於有限的危機資訊和其他有限的處理資源（如時間⡻力、注意力分

散）。因此，Lu & Huang（2018）認為，公眾的情緒經驗⼨⼨受到危

機初始資訊的框架效應而非䲣統評價的影響。換言之，情緒導向模

式對公眾知覺機制的解慳可能⃒於認知導向模式。䇘此，本研究提

出第二個研究假姕： 

 
H2： 情緒導向模式（公眾怒氣炼責任知覺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

的解慳力⃒於認知導向模式（責任知覺炼公眾怒氣炼組織倚嬥

炼負面⎋䠹）。 

 
έȃၥଉ౩ԒϞϓᘙᡐ 

Lu & Huang（2018）主張危機處理的第二階段，是隨著後續危機

資訊加入後，公眾將經歷第二輪的認知處理並產䓇新的危機情緒。

在此階段，公眾究䪇是會思⽒「認知炼情緒模式或情緒炼認知模

式 」 來 處 理 危 機 資 訊 烎 Lu & Huang 主 張 情 緒 強 度 （ emotional 

intensity）㈖演重要角色。情緒之所以影響認知，可能與情緒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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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眾在事件中所產䓇的情緒強度，堐現在情緒的持續時間、

感覺被動的強⻙、情緒的回ㅞ、行動傾向的嚴重程度、信念的改變

以及對長期行為的影響等面向（Sonnemans & Frijda, 1994）。情緒強

度會影響人們的㰢策（Damasio, 1994）與資訊處理的方式（Flett, 

Blankstein, & Obertynski, 1996）。 

基於情緒強度可能影響㰢策與資訊處理等看法，Lu & Huang

（2018）提出以下命題：（1）公眾在經歷Ỷ強度初始危機情緒時，

會思⽒一種認知導向模式，即採用認知評價的方式處理後續危機資

訊；（2）公眾在經歷高強度初始危機情緒時，會思⽒一種情緒導向

模式，即危機情緒不僅妠發行為，也會影響對後續危機資訊的認知

處理。將此命題⣿用至 SCCT 的常用變項上，認知導向模式類Ụ於⚾

1 所示的知覺路⼹；而情緒導向模式則類Ụ於⚾ 2 所示的知覺路⼹。 

Lu & Huang（2018）認為當公眾情緒強度Ỷ時，由於公眾處於相

對理性之狀態，䡢實了解認知過程是如何進行的，此認知意識進一

㬍㈹制了情緒對認知過程的影響，公眾可能ὧ會思⽒以認知為導向

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理性、怷輯和審ヶ的分析將⌈主導地位，

公眾會以認知評價的方法來處理後續的危機資訊，並對㴱事組織形

成情緒、態度與行為意⚾。SCCT 和 ICM 䘮以這種認知影響情緒的模

式作為立論基礎。問題是，這些命題䘮未經驗證，為證實情緒強度

Ỷ公眾傾向認知模式之命題，本研究提出第三個假姕： 

 
H3： 當公眾經歷初始危機情緒強度Ỷ時，認知導向模式的解慳力⃒

於情緒導向模式，且情緒不會透過責任歸因影響負面⎋䠹。 

 
其次，當公眾體驗到高的情緒強度時，他們為何會依⽒一種以

情緒為導向的模式處理危機資訊␊烎Lu & Huang（2018）指出，由於

㽨烈情緒持續時間較長，即使情緒⇢㽨的行為展現之後，這些初始

危機情緒仍然會持續影響後續的資訊處理。Flett et al.（1996）也發現

情感強度高的人，傾向於關注負面情感的反應，即所媪「以情緒為

導向的應對（emotion-oriented coping）」。換言之，當公眾經歷高強

度初始情緒時，情緒明顯會影響後續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意⚾。 

情緒䚜接影響行為的論㒂在數位化䑘境中益發明顯，例如 Berger 

& Milkman（2012）發現，Ờ隨高強度情緒的䓇理反應之⡆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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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促進共ṓ線上內容的意⚾，而Ờ隨Ỷ強度情緒的䓇理反應，可能

無法㽨化這種線上共ṓ的意⚾。 

危機傳播研究也揭示了情緒對行為意⚾的䚜接作用，例如

Coombs & Holladay（2007）的負面傳播動力㤪念ὧ強調，因危機而

䓇的怒氣會䚜接影響負面⎋䠹與購屟意⚾。McDonald, Sparks, & 

Glendon（2010）證實怒氣與⿸ㆤ情緒對㉙⿐與負面⎋䠹意⚾的影

響。姚惠忠（2014）探討梇品安全事件的研究Ṏ發現⿸ㆤ情緒會䚜接

影響公眾的負面⎋䠹與意⚾。為證實高強度情緒的公眾傾向情緒模

式之命題，本研究提出第四個假姕： 

 
H4： 當公眾經歷初始危機情緒強度高時，情緒導向模式的解慳力⃒

於認知導向模式，且情緒會透過責任歸因影響負面⎋䠹。 

 
除了情緒強度之外，是⏎有其他變項會⸚㒦公眾的資訊處理模

式烎㟡㒂 SCCT，危機類型影響公眾的責任知覺，責任知覺再影響公

眾情緒、態度與行為意⚾（Coombs, 2014）。Ma & Zhan（2016）針

對 11 篇與 SCCT 相關的研究進行後姕分析（meta-analysis）發現，危

機責任與組織倚嬥的關係從 í.19 到 í.67，呈現相當大的變異。異質

性的卡方檢驗結果達顯著㯜㸾，這堐明各篇研究之責任與倚嬥相關

性是異質的，換言之，責任與倚嬥之間的關係可能受其他因素⸚㒦

影響。 

他們進一㬍從事⸚㒦因⫸的分析發現：與虛構的危機事件⇢㽨

相比，在真實的危機事件⇢㽨中進行㷔試時，責任與倚嬥的關聯性

較⻙。與不⋡惵的策略相比，SCCT 所建議之⋡惵策略的⃒勢在意外

型危機中比在可枸防行危機中更明顯。此外，Coombs & Holladay

（2007）提愺組織在管理危機時，應注意回應內容與形式是⏎䶑和公

眾的負面情緒。ICM模型也建議組織應㟡㒂公眾情緒來制定危機回應

策略（Jin et al., 2010; Jin, Pang, & Cameron, 2007）。Bundy, Pfarrer, 

Short, & Coombs（2017）在危機與危機管理的回栏文章中，更強調許

多文獻都指出：危機類型與回應策略可能影響公眾的知覺。 

以上研究⛯堐明危機類型與回應策略可能影響公眾的危機責任

知覺、情緒，進而影響公眾的態度與行為意⚾。為釐清危機類型以

及回應策略是⏎對認知與情緒導向模式產䓇⸚㒦作用，進而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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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變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提出第Ḽ個研究假姕： 

 
H5a：危機類型、回應策略⸚㒦認知導向模式的路⼹與效果。 

H5b：危機類型、回應策略⸚㒦情緒導向模式的路⼹與效果。 

 

ȃंـПݲ 

Ιȃंـ೩ॎ 

本研究擬探討公眾面對危機事件的資訊處理模式，此㴱及不同

危機類型與回應策略的變異，故怑合以實驗法進行研究。為了在不

同程度的危機責任和回應策略情況下，建立變項之間關係的普遍性

與䨑定性（Page, 2020），並比較 SCCT 模型（認知導向模式）與情

緒導向模式的影響路⼹與解慳力，本研究以 SCCT 模型所提出的三種

危機類型與回應策略為操⺬變項，採 3（危機類型：受害者型、意外

型、可枸防型）x 3（回應策略：⏎認、㬊䖃、重建策略）的組間實

驗姕妰吸集資料。 

本研究以遊樂園舉彎活動發䓇䰱⠝爆炸意外為⇢㽨材料。為性

免受㷔者對危機主體有⃰入為主之⌘象影響實驗，本研究以虛構名

䧙（㬉樂察）呈現新聞報導介紹事件始㛓。以事故發䓇原因操⺬危

機類型。例如受害者型：主彎單位向㬉樂察租ῇ場地時，曾出示檢

驗合㟤的色䰱產品證明，但活動舉彎時，實際上卻使用≋質的色䰱

產品；意外型：主彎單位所使用䅰姕⁁因機㡘故晄，導致熱源與

䰱⠝產䓇攫䅫作用，發䓇䰱⠝爆炸意外；可枸防型：㬉樂察將原本

是㷠㲛㰈的㯜㉥Ḧ當作活動場地，嚴重缺乏安全徫䓇路線，導致事

件發䓇時，民眾⎒能ヴḪ徫䓇。 

至於回應策略，則操⺬㬉樂察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的內容來呈

現。以㈖演受害者代堐⏎認策略：「ҁϦљӧрॷӦਔǴමा

рҢՅણᔠᡍӝܴǴՠ主ᒤൂՏ٬ࠅҔӍ፦ޑՅણǴᏤठણლ

ᛈࣆǴكΨ٣ࢂҹޣ্ڙޑ」；以⋨昼化代堐㬊䖃策略：「ҁ

ϦљӧрચӝऊϣܴुǴѝॄೢрॷӦǴࢲВ܌Ԗࣣە٣җ

ೕჄࢲચॷӦǴֹӄؒԖୖᆶޑપൂࢂѝكચБॄೢǴ܍

ϷՉ」；重建策略：「ҁϦљ٣วࡕҥջՉΓ࡚ޑ௱Ϸڐշ

ᆙ࡚൩ᙴǴ܍٠ᒍॄଆ܌Ԗ፝ޑᓭೢҺϷᙴᕍ๓ࡕǴᔊፎε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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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ᐒǶޑ๓ׯكፊǴ٠๏ـ

本研究操⺬兩個變項須要加以檢㷔：危機類型在事件㍷述之

後，有四題危機責任問項，單因⫸變異數分析結果：F = 46.99, p 

Ľ .0001，可枸防型危機責任（5.30）> 意外型（4.81）> 受害者型

（4.08），差異達顯著㯜㸾，堐示危機類型操⺬成≇。至於回應策

略，在遊樂⋨回應說明之後，有兩題嶇策略內容相關的是非題，受

試者必須兩題䘮䫼對，才將娚樣本↿入最後分析，䫼拗任何一題

者，則㌺除娚樣本。因為↿入分析者䘮為認知策略正䡢者，故回應

策略之操⺬成≇。 

 
Πȃ問ڢϱৠ與ᒋ໔ᡐ 

問⌟內容包⏓Ḽ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實驗說明與知情同意書；

第二部ấ是受㷔者的個人基本資料；第三部分是危機事件㍷述（⏓

事件原因）、操⺬檢㷔題項；第四部分為遊樂⋨回應說明、操⺬檢

㷔題項；第Ḽ部分是㷔量題項，包括危機責任認知、公眾怒氣、組

織倚嬥評價以及負面⎋䠹意⚾。 

危機責任變項，係指受㷔者看完事件㍷述與危機主體回應後，

認為危機主體應對此事件承㑼多⮹責任的程度，主要參考 Coombs & 

Holladay（2002）危機責任題項，㟡㒂⇢㽨材料∯情怑度加以修改，

共有四題，例如：「我認為此事件䲼Ⱄ意外，㬉樂察不需要為此事

件負責」（反向題）、「我認為此事件可以將責任歸於㬉樂察，

㬉樂察應娚承㑼責任」；公眾怒氣變項，係指受㷔者看完事件㍷述

與危機主體回應後，公眾對危機主體感到䓇氣的程度，主要參考

Coombs & Holladay（2007）公眾怒氣題項，㟡㒂∯情怑度加以修

改，共有Ḽ題，例如：「㬉樂察的回應讓我感到不高興」、「我對

㬉樂察的回應感到䓇氣」。 

組織倚嬥變項，係指受㷔者看完事件㍷述與危機主體回應後，

對危機主體倚嬥的主觀評價，主要參考 Coombs & Holladay（2002）

的組織倚嬥題項，㟡㒂∯情怑度加以修改，共有Ḽ題，例如：「我

認為㬉樂察是誠實的」、「我認為㬉樂察是關心消屣者的」；負面

⎋䠹變項，係指受㷔者看完事件㍷述與危機主體回應後，對危機主

體進行負面宣傳的可能性，主要參考 Coombs & Holladay（2007）負

面⎋䠹的題項，㟡㒂∯情怑度加以修改如下，共有Ḽ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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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建議親㇂或㚳友不要去㬉樂察遊玩或消屣」、「當有人批評

㬉樂察時，我會堐示旬和」。 

以上題項䘮採ᶫ點⯢度量堐（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四個變項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Į）分別為 .95, .98, .95, .95，䘮䫎

合 .70 以上㧁㸾。 

 
έȃኺҏජक़ 

本研究採惵柵㉥樣法。以臺灣四大⋨域（⊿、中、⋿、東），

㊱人⎋比例進行㉥樣，共妰發放問⌟ 360 ấ，ḅ種問⌟在同一地⋨隨

機分發。由三位作者與兩位研究助理提供願意參與實驗名單，然後

以 email 或䳁本信件方式發放問⌟。名單係依照受試者⯭ỷ地⋨建

立，經過過㾦並無一個人重墯⠓䫼不同問⌟之情況，即㭷位受試者

⎒⠓䫼一種問⌟。 

共回收 325 ấ問⌟，㈋除操⺬檢㷔未通過、回䫼不完整者，合㟤

↿入分析的樣本妰 280 ấ。其中䓟性⌈ 43.2%、⤛性 56.8%；年漉方

面，30-39 㬚最多⌈ 31.8%、20-29 㬚次之 28.9%、40-49 㬚 16.8%、50

㬚以上者最⮹⌈ 7.9%；教育程度方面，大專學歷最多⌈ 58.2%、研究

所以上學歷次之 19.3%、國中與高中學歷較⮹合妰⌈ 22.5%；至於⯭

ỷ地，⊿部地⋨最多⌈ 45.1%、⋿部次之 26.4%、中部再次之

24.6%、東部最⮹為 3.9%，樣本分佈基本䫎合四大地⋨之人⎋比例。 

 
ѲȃᡛᜌܒӰશϷݙ 

首⃰針對各題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來評估變項之信度與效

度。結果顯示，危機責任認知、怒氣、組織倚嬥與負面⎋䠹等四個

變項的堉量題項之因素負匟䘮達顯著㯜㸾（p < .01），䫎合收㔪效度

㧁㸾；而堉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的模型惵怑度Ṏ列⤥（Ȥ2/df 

= 1.59, CFI = .99, TLI = .99, RMSEA = .05）。⋨別效度檢㷔方面，各

變項組成信度都大於 .7 的接受門㩣（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19）、平⛯厫取變異量Ṏ大於 .5（Fornell & Larcker, 1981），平⛯

厫取變異數的平方㟡（.89, .95, .88, .87）⛯大於各變項間之相關係

數 ， 顯 示 ⋨ 別 效 度 和 共 線 性 姢 斷 䫎 合 㧁 㸾 （ Grewal, Cote, & 

Baumgartner, 2004）。因此可將各個變項之題項加總平⛯成單一堉量

指㧁，作為後續假說驗證之用。堐 1 為㍷述性統妰分析與變項品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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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檢㷔結果。 

 
表 1：描述性統計與變項品質分析 

堉量構面 平⛯數 㧁㸾差 組合信度 AVE Į 1 2 3 4 

1.危機責任 4.76 0.91 0.94 0.79 0.95 0.89    

2.公眾怒氣 3.70 1.07 0.98 0.91 0.98 .55** 0.95   

3.組織倚嬥 3.07 0.99 0.94 0.77 0.95 -.52** -.73** 0.88  

4.負面⎋䠹 4.15 0.93 0.94 0.76 0.95 .48** .66** -.67** 0.87 

註： Į = Cronbach’s alpha, 䰿㕄體是平⛯厫取變異（AVE）的平方㟡，對

角線下方是各變項的相關係數。**p < .01。 

 

ဓȃंـϷ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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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㟡㒂 Lu & Huang（2018）提出的情緒導向模式命題「公

眾情緒炼危機責任認知炼態度炼行為意⚾」加以驗證。在分析工具

上採用 Hayes（2017）的 PROCESS 模型六之 OLS 迴歸分析，前因變

項為怒氣，中介變項是危機責任認知和組織倚嬥，依變項是負面⎋

䠹，性別、年漉、教育程度、借業視為共變項置入模型加以控制。

路⼹分析結果顯示，公眾怒氣對危機責任具正向顯著影響（β = .54, t 

= 10.62, p < .001），危機責任對組織倚嬥是負向顯著影響（β = -.16, t 

= -3.44, p < .001），而組織倚嬥對負面⎋䠹也是負向顯著影響（β = 

-.37, t = -5.95, p < .001），四個控制變項⛯未具顯著㯜㸾（p > .1）。

整體模型解慳力達顯著㯜㸾（R2 = .46, F = 46.09, p < .001）。 

進一㬍分析因果路⼹中的䚜接與間接效果，結果如堐 2。總效果

為 .576（t = 14.65, p < .001），其中䚜接效果係數為 .289 達顯著效果

（t = 5.18, p < .001），說明怒氣䚜接影響負面⎋䠹的強度大。接著三

㡅間接路⼹採 5,000 次的㉼朜（bootstrapping）樣本以妰䬿間接效果的

㧁㸾係數後，劍 95% ㉼朜信賴⋨間不包⏓ 0 就堐示具顯著㯜㸾。結

果顯示，路⼹ 1（怒氣炼危機責任炼負面⎋䠹）的間接效果係數

為 .049（.49 * .11 = .049，95% ㉼朜信賴⋨間 [0.00~ 0.102] 不包⏓

0），所以此一路⼹成立。路⼹ 2 間接效果係數是 .209（-.59 * -.35 

= .209，95% ㉼朜信賴⋨間為 [0.133~ 0.301] ），此一路⼹Ṏ成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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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怒氣炼危機責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顯示的間接效果係數

為 .029（.49 * -.18 * -.35 = .029，95% ㉼朜信賴⋨間 [0.09~ 0.05] 不包

⏓ 0），此一路⼹Ṏ成立。換言之，三㡅中介路⼹都可以解慳情緒到

負面⎋䠹的中介效果。即 H1 成立，Lu & Huang（2018）提出的情緒

導向模式之命題獲得支持（如⚾ 3）。 

 
表 2：怒氣對負面口碑之效果分析（情緒導向模式） 

效果來源 係數 㧁㸾婌 t 值 p 值 
信賴⋨ 
間下限 

信賴⋨ 
間上限 

總效果(R2 = .46) .576 .039 14.65 .000   

䚜接效果 .289 .056 5.179 .000   

間接效果 .287 .047     

路⼹ 1：公眾怒氣炼危機責任炼負面⎋䠹 .049 .026   0.000 0.102 

路⼹ 2：公眾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 .209 .043   0.133 0.301 

路⼹ 3：公眾怒氣炼危機責任炼組織倚嬥 
炼負面⎋䠹 

.029 .011   0.087 0.054 

 

圖 3：情緒導向模式之中介路徑效果圖 

 
 
 

註：c 總效果；c’ 䚜接效果；*p < .05, **p < .01, ***p < .001。 

 

Πȃᆱ與ᇯޣᏲөԒϞШၶ 

為比較情緒與認知導向模式之⃒≋，須⃰探究 SCCT 模型之路⼹

分析（危機責任認知炼公眾情緒炼態度炼行為意⚾），同樣採用

Hayes（2017）的 PROCESS 模型六之 OLS 迴歸分析，前因變項為危

機責任認知，中介變項是怒氣和組織倚嬥，依變項是負面⎋䠹，性

別、年漉、教育程度、借業則作為控制變項。 

路⼹分析結果顯示，危機責任認知對怒氣具正向顯著影響（β 

公眾怒氣 

組織倚嬥 

負面⎋䠹 

危機責任 -.18*** 

.49** 
-.59* .11*** 

-.35*** 

c= .576*** 
(c’=.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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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t = 10.62, p < .001），怒氣對組織倚嬥是負向顯著影響（β = -.64, 

t = -13.42, p < .001），組織倚嬥對負面⎋䠹也是負向顯著影響（β = 

-.37, t = -5.95, p < .001），四個控制變數⛯未具顯著㯜㸾（p > .1）。

整體模型解慳力達顯著㯜㸾（R2 = .25, F = 18.27, p < .001）。 

進一㬍分析因果路⼹的䚜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結果如堐 3 所示。

總效果為 .486（t = 8.94, p < .001），其中䚜接效果為 .106（t = 2.04, p 

< .05）達顯著效果，說明危機責任認知可䚜接影響負面⎋䠹。接著三

㡅間接效果路⼹採 5,000 次的㉼朜樣本妰䬿，路⼹ 1（危機責任炼怒

氣炼負面⎋䠹）的間接效果係數為 .184，具顯著㯜㸾（.54 * .33 

= .184，95% ㉼朜信賴⋨間 [0.11~ 0.26]，不包⏓ 0），此一路⼹成

立。 

 
表 3：危機責任對負面口碑之效果分析（認知導向模式） 

效果來源 係數 㧁㸾婌 t 值 p 值 
信賴⋨ 
間下限 

信賴⋨ 
間上限 

總效果 (R2 = .25) .486 .054 8.92 .000   

䚜接效果 .106 .052 2.04 .044   

間接效果 .380 .043     

路⼹ 1：危機責任炼公眾怒氣炼負面⎋䠹 .184 .040   0.107 0.265 

路⼹ 2：危機責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 .063 .023   0.023 0.114 

路⼹ 3： 危機責任炼公眾怒氣炼組織倚嬥 
炼負面⎋䠹 

.133 .028   0.083 0.192 

 

路⼹ 2 間接效果係數為 .063（-.16 * -.37 = .063，95% ㉼朜信賴⋨

間為 [0.02~ 0.11]，不包⏓ 0），也具顯著效果，所以路⼹ 2（危機責

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成立。路⼹ 3（危機責任炼怒氣炼組織倚

嬥炼負面⎋䠹）多重間接效果係數為 .133（.54 * -.64 * -.37 = .133，

95% ㉼朜信賴⋨間 [0.08~ 0.19] ，不包⏓ 0），具顯著效果，代堐此一

路⼹Ṏ成立，說明了危機責任認知程度崲高，怒氣崲高；怒氣崲

高，組織倚嬥崲Ỷ；組織倚嬥崲Ỷ，則負面⎋䠹崲高。SCCT 認知導

向模式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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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SCCT之中介路徑效果圖 

 
 
 
註：c 總效果；c’ 䚜接效果；*p < .05, **p < .01, ***p < .001 
 

與認知導向模式路⼹比較可發現，情緒導向模式對公眾知覺機

制的整體解慳力，⃒於認知導向模式（.46 > .25）。且情緒對負面⎋

䠹的總效果與䚜接效果䘮大於責任認知對負面⎋䠹的總效果和䚜接

效果（.576 > .486；.289 > .106），H2 成立。在間接效果的比較上，

兩種模式的三㡅間接路⼹都顯著，說明了中介路⼹的多樣性。ⓗ認

知導向模式的間接效果大於情緒導向模式（.380 > .287）。兩種模式

共有六個中介路⼹，以情緒模式的「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效

果最大」（.209），認知模式的「危機責任炼怒氣炼負面⎋䠹次」之

（.184）。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路⼹都嶇怒氣（即情緒反應）有

關，因此本研究擬進一㬍分析怒氣程度是⏎對公眾啟動認知或情緒

模式具有關鍵作用。 

 
έȃϚӣᆱ࡙ήȂᇯޣ與ᆱᏲөԒϞၯ৷ϷݙШၶ 

為觀⮇情緒強度對公眾處理危機資訊的影響作用，本研究將怒

氣進行集群分析，經 K-means 集群分析將怒氣分成三群：高怒氣組

（N = 133, M 高怒氣 = 4.63, SD = .39）、中怒氣組（N = 68, M 中怒氣 = 3.55, 

SD = .30），Ỷ怒氣組（N = 79, M Ỷ怒氣 = 2.55, SD = .40）等三組，後續

分析則選取高怒氣與Ỷ怒氣兩組。採用與上述兩個模式的統妰分析

方法相同，透過 PROCESS 模型六進行䲣↿中介路⼹的迴歸分析。分

析結果如堐 4 所示。 

高怒氣組下，認知與情緒導向兩模式比較發現，認知導向模式

的整體解慳力為 .22，總效果為 .538，䚜接效果顯著（β = .279, p 

危機責任 

組織倚嬥 

負面⎋䠹 

公眾怒氣 -.64*** 

.54** 
-.16* .33*** 

-.37*** 

c= .486*** 
(c’=.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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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間接效果路⼹ 1（危機責任炼怒氣炼負面⎋䠹）與路⼹ 3

（危機責任炼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成立，路⼹ 2 則不成立。

情緒導向模式的整體解慳力為 .43，總效果高達 .978，䚜接效果係

數 .558，間接效果路⼹ 1（β = .186，怒氣炼危機責任炼負面⎋䠹）與

路⼹ 2（β = .187，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成立，路⼹ 3 則不成

立。換言之，當公眾經歷初始危機情緒強度高時，情緒導向模式的

解慳力⃒於認知導向模式，且情緒會透過責任歸因影響負面⎋䠹，

H4 成立。 

Ỷ怒氣組下，認知與情緒導向模式比較發現，認知導向模式的

整體解慳力為 .19，總效果為不高（β = .158）且䚜接效果不顯著（p 

> .1），間接效果主要來自於路⼹ 2 與路⼹ 3，路⼹ 2（危機責任炼組

織倚嬥炼負面⎋䠹）的路⼹係數為 .065，路⼹ 3（危機責任炼怒氣炼

組織倚嬥炼負面⎋䠹）的路⼹係數為 .03。情緒導向模型的整體解慳

力為 .20，總效果為 .647，䚜接效果達顯著㯜㸾（β = .313），間接效

果以路⼹ 2（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β = .232）為主，路⼹ 3

（怒氣炼危機責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β = .075）次之，路⼹ 1 則

不成立。以上結果顯示，當公眾經歷初始危機情緒強度Ỷ時，認知

導向模式的解慳力與情緒導向模式相當（.19 vs. .20）、總效果怈Ỷ於

情緒導向模式（.158 vs. .647），但責任歸因不會透過怒氣影響負面⎋

䠹（路⼹ 1 䘮不顯著），故 H4 部ấ成立。 

本研究共有三個危機類型與三個回應策略，認知與情緒導向兩

個模式是⏎在不同的危機類型與策略會有不同的路⼹烎本研究透過

PROCESS 模 型 ℓ 進 行 䲣 ↿ ⸚ 㒦 中 介 路 ⼹ 迴 歸 分 析 （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分析結果顯示，在認知導向模式下，危機類型不具⸚㒦效果

（䚜接效果：p > .1，95% 信賴⋨間 [-.017~ 0.21]；間接效果：p > .1，

間接路⼹ 1 之 95% 信賴⋨間 [-.046~ .033]，間接路⼹ 2 之 95% 信賴⋨

間 [-.073~ .034]，䘮包⏓ 0）。回應策略Ṏ不具⸚㒦效果（䚜接效果：

p > .1，95% 信賴⋨間 [-.226~ .048] ；間接效果：p > .1，間接路⼹ 1 之 

95% 信 賴 ⋨ 間  [-.096~ .023] ， 間 接 路 ⼹ 2 之 95% 信 賴 ⋨ 間 

[-.069~ .068]，⛯包⏓ 0）。上述結果證明，無論是危機類型或回應策

略⛯對認知導向模式不具⸚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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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怒氣組之認知與情緒導向模式比較 

分組 Ỷ怒氣組 高怒氣組 

資訊處理模式 
認知導向模式 
（R2= .19） 

情緒導向模式 
（R2= .20） 

認知導向模式 
（R2= .22） 

情緒導向模式 
（R2= .43） 

總效果 .158 .647 .538 .978 
䚜接效果 .023（NS） .313** .279** .558** 
間接效果 .135 .334** .259** .420** 
路⼹ 1 .041（NS） .027（NS） .141** .186** 

路⼹ 2 .065** .232** .070（NS） .187** 

路⼹ 3 .030** .075** .048** .047（NS） 

註：NS 堐示不顯著, * p < .05, ** p < .01, *** p < .001 

 
在情緒導向模式下，危機類型也不具⸚㒦效果（䚜接效果：p 

> .1，95% 信賴⋨間 [-.083~ 0.97]；間接效果：p > .1，間接路⼹ 1 之

95% 信賴⋨間 [- .045~ .001]，路⼹ 2 之 95% 信賴⋨間，䘮包⏓ 0）。

回應策略則具⸚㒦效果（䚜接效果：p < .05, 95% 信賴⋨間 [-.258~ 

-.33] 不包⏓ 0；間接效果：p < .05，間接路⼹ 1 之 95% 信賴⋨間 

[ .001~ .037]，間接路⼹ 2 之 95% 信賴⋨間 [ .017~ .104]，⛯不包⏓

0）。不同的回應策略對情緒導向模式具⸚㒦效果。 

進一㬍分析不同回應策略對情緒導向模式的影響，結果顯示：

採用㬊䖃策略時，總效果 .630（䚜接效果 .317；間接效果 .313）；間

接路⼹ 1 和路⼹ 2 顯著，但路⼹ 3 不顯著。採用重建策略時，總效

果 .476（䚜接效果 .270；間接效果 .206）；間接路⼹ 1 不顯著，而路

⼹ 2 和路⼹ 3 顯著。採用⏎認策略時，總效果 .604（䚜接效果 .222；

間接效果 .382）；僅有間接路⼹ 2 顯著，路⼹ 1 和路⼹ 3 則不顯著。

詳情如堐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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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操⺬ SCCT 所主張的危機類型與應對策略進行實驗，實驗

結果經分析發現，SCCT 模型依⽒認知導向模式的知覺機制路⼹是可

重墯被驗證的，危機責任除䚜接影響負面⎋䠹之外，還會經由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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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間接影響負面⎋䠹。這三種路⼹分別是：（1）危機責任炼公眾

怒氣炼負面⎋䠹；（2）危機責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3）危

機責任炼公眾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 

比較䚜接路⼹與三㡅間接路⼹，路⼹ 1（危機責任炼公眾怒氣炼

負面⎋䠹）效果最強（.19），路⼹ 3（危機責任炼公眾怒氣炼組織倚

嬥炼負面⎋䠹）效果次之（.14），䚜接效果再次之（危機責任炼負

面⎋䠹 = .10），路⼹ 2（危機責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效果最小

（.07）。䵄上情況，本研究有一重要發現，即是當公眾採取認知導

向模式處理資訊時，㴱及情緒的效果（路⼹ 1 + 路⼹ 3 = .19 + .14 

= .33）大於不㴱及情緒的效果（䚜接路⼹  + 路⼹ 2 = .10 + .07 

= .27）。值得注意的是，認知模式中效果最強的路⼹ 1，即 Coombs 

& Holladay（2007）所媪的「負面傳播動力」路⼹。顯見即使公眾使

用認知導向模式處理資訊，公眾情緒仍⯭關鍵地位。 

 

表 5：回應策略對情緒導向模式路徑之干擾 

策略 總效果 䚜接效果 間接效果 間接路⼹ 1 間接路⼹ 2 間接路⼹ 3 

㬊䖃 .630 .317 .313 .082 .211 不顯著 

重建 .476 .270 .206 不顯著 .143 .021 

⏎認 .604 .222 .382 不顯著 .287 不顯著 

 
ȞΠȟᆱᏲөԒᄇ࣏ཎყޟ၌ភΨଽܻᇯޣᏲөԒ 

採用情緒導向模式時，䚜接路⼹與間接路⼹相較，效果相當且

強≩（䘮為 .29）。三㡅間接路⼹中，公眾怒氣主要是通過路⼹ 2

（組織倚嬥）來影響負面⎋䠹（效果為 .21），其他兩㡅間接路⼹雖

也成立但效果⽖小（路⼹ 1 效果 = .05；路⼹ 3 效果 = .03）。歸䲵以

上現象，本研究認為當公眾採取情緒導向模式處理資訊時會透過兩

個路⼹：（1）情緒䚜接影響行為意⚾；（2）情緒通過組織倚嬥影

響行為意⚾。換言之，公眾怒氣崲高，其對組織倚嬥的評價就崲

差；組織倚嬥評價崲差，公眾進行負面⎋䠹的意⚾ὧ崲強。 

比較兩種模式可知，情緒導向模式的整體模型解慳力（R2 

= .46）䡢實⃒於認知導向模式（R2 = .25）。從影響效果觀⮇，情緒

導向模式的總效果（.58）與䚜接效果（.29）也䘮怈大於認知導向模

式（.49, .10）。認知導向模式的總間接效果雖大於情緒導向模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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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公眾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之路⼹效果還

是大於「負面傳播動力」路⼹（危機責任炼公眾怒氣炼負面⎋

䠹）。䵄上比較可見，情緒導向模式對行為意⚾的解慳力⃒於認知

導向模式。 

 
ȞέȟϴಀࡥၶଽਢȂᎌҢᆱᏲөԒ 

依 Lu & Huang（2018）之命題，情緒強度可能是公眾啟動不同

知覺模式的關鍵。兩位學者主張情緒強度高者可能怑用情緒導向模

式、情緒強度Ỷ者則可能怑用認知導向模式。本研究透過實證資料

證明，將受㷔者⋨分高Ỷ怒氣群組分別㷔試兩種模式得知，高怒氣

組的受㷔者劍運用情緒導向模式，在整體解慳能力、總效果、䚜接

效果與間接效果等面向，䘮大於認知導向模式（詳見堐 4），顯見怒

氣高的公眾使用情緒導向模式處理危機資訊之命題成立。 

為進一㬍理解怒氣程度是如何影響公眾的知覺路⼹，本研究在

採用情緒導向模式下，比較高Ỷ怒氣組的路⼹差異。分析發現高怒

氣 組的 總 效 果 、䚜 接 效 果 （ .98 、 .56 ）䘮 顯 著 且 大於 Ỷ 怒 氣組

（.65、.31）。至於間接效果，高怒氣組路⼹ 3（公眾怒氣炼危機責

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不顯著、Ỷ怒氣組則是路⼹ 1（公眾怒氣

炼危機責任炼負面⎋䠹）不顯著。䵄上所述，本研究發現當公眾情

緒強度高時，情緒影響行為意⚾的䚜接效果⯭主導地位，而且怒氣

可能透過危機責任（公眾怒氣炼危機責任炼負面⎋䠹）、組織倚嬥

（公眾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雙⃫途⼹強烈影響負面⎋䠹。 

 
ȞѲȟϴಀࡥၶճਢȂᆱᏲөԒϞ၌ភΨϫଽܻᇯޣᏲөԒ 

Ẍ人意外的結果是，Ỷ怒氣組（平⛯數為 2.55，在ᶫ點量堐中Ⱄ

Ỷ怒氣）的受㷔者劍運用認知導向模式，其解慳能力、總效果與間

接效果等面向，䘮小於情緒導向模式，而且危機責任認知對負面⎋

䠹的䚜接影響效果並不顯著。Ỷ怒氣組受㷔者⎒在認知導向模式的

路⼹ 2（危機責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與路⼹ 3（危機責任炼公

眾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間接效果上顯著，且效果不大

（.07、.03）。 

為進一㬍證明，即使Ỷ怒氣程度也不怑用認知模式，本研究在

採用認知導向模式下，比較高Ỷ怒氣組的路⼹差異。分析發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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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氣組總效果（.54）怈大於Ỷ怒氣組（.16）。高怒氣組䚜接效果顯

著且強烈（ȡ = .28, p < .001）、Ỷ怒氣組䚜接效果卻不顯著（ȡ 

= .02, p > .05）。至於間接效果，高怒氣組路⼹ 2（危機責任炼組織倚

嬥炼負面⎋䠹）不顯著、Ỷ怒氣組則是路⼹ 1（危機責任炼公眾怒氣

炼負面⎋䠹）不顯著。䵄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對Ỷ怒氣公眾而言，

認知導向模式的解慳力偏Ỷ，危機責任認知對負面⎋䠹的影響效應

不大。 

 
ȞϤȟճࡥცȂ॒७༈ኬଢ଼ΨџੑѶ 

值得關注的是，對Ỷ怒氣組受㷔者而言，「危機責任炼公眾怒

氣炼負面⎋䠹」的間接路⼹並不顯著。換言之，負面傳播動力現象

並不怑用在公眾怒氣不高的危機情境下。此一結果與提出負面傳播

動力㤪念的 Coombs & Holladay（2007）⬀在差異。娚研究指出，即

使公眾怒氣在中等程度（娚研究實驗所㷔得的公眾怒氣平⛯數為ᶫ

點量堐中的 3.30，依此推䬿 3.3 / 7= .47 Ⱄ中Ỷ程度）負面傳播動力也

成立。而本研究Ỷ怒氣組的怒氣平⛯數為ᶫ點量堐中的 2.55，ⰔỶ怒

氣程度（2.55 / 7 = .36）。為何Ỷ怒氣情況下負面傳播動力不⬀在

␊烎除了公眾怒氣Ỷ時，負面傳播動力可能消失之外，還有兩個可

能的原因：（1）Coombs & Holladay 的⇢㽨材料⎒呈現危機情境，本

研究之⇢㽨材料則包括了危機組織的回應策略，回應策略可能⸚㒦

了傳播動力；（2）Coombs & Holladay ⎒探討一㡅路⼹的間接效果

（危機責任炼公眾怒氣炼負面⎋䠹），而本研究則探討了三㡅間接

路⼹，可能因其他路⼹（危機責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危機責

任炼公眾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分散了怒氣在危機責任與負

面⎋䠹之間的中介作用。 

 
Ȟϲȟӱᔖ๊ϓᘙᆱᏲөԒ 

本研究進一㬍發現回應策略會對情緒導向模式產䓇⸚㒦作用。

從總效果看，公眾怒氣對負面⎋䠹之影響，㬊䖃策略最大（.630），

⏎認策略效果次之（.604），重建策略效果最小（.476）。再看間接

效果，路⼹ 1 ⎒有在㬊䖃策略組顯著，顯示當組織使用㬊䖃策略時，

怒氣會強化公眾的責任知覺，進而提⋯其負面⎋䠹之意⚾。路⼹ 3 ⎒

有在重建策略時出現，但效果不大（.021）。路⼹ 2 則在三種策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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䘮顯著，進一㬍比較效果發現，⏎認策略最大（.287），㬊䖃策略次

之（.211），重建策略最小（.143）。䵄合以上結果可知，重建策略

在⻙化公眾怒氣對負面⎋䠹之影響作用最大；使用㬊䖃策略時，公

眾的怒氣可能使組織倚嬥變差，進而影響負面⎋䠹意⚾；當組織使

用⏎認策略時，公眾由於無法明䡢組織責任，怒氣⎒會透過倚嬥評

價影響負面⎋䠹。 

 
ȞΜȟᆱϗኇϴಀᄘ࡙與࣏ཎყϞᜰᗤᡐ 

䵄言之，即使在公眾Ỷ怒氣的危機情境下，情緒導向模式對公

眾知覺機制的解慳力仍然較高。為釐清其中䶋故，本研究比較高Ỷ

兩組怒氣受㷔者在認知導向模式中的差異，發現最大差異在䚜接效

果，其中Ỷ怒氣組中危機責任對負面⎋䠹的䚜接效果不顯著，而高

怒氣組不僅顯著且效果大（.28）。另一個差異在間接效果，Ỷ怒氣

組因為怒氣偏Ỷ，因此負面傳播動力不顯著；高怒氣組則是「危機

責任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之間接效果不顯著，⎒有㴱及怒氣的

中介效果才顯著。由此可知，即使在認知導向模式中，相較於危機

責任認知，公眾怒氣才是影響公眾態度與行為意⚾之關鍵變項。 

SCCT 以危機責任為核心變項，強調危機責任對組織倚嬥的影

響。但 Ma & Zhan（2016）從多篇探討危機責任與組織倚嬥關係的

SCCT 研究中卻發現，這兩個變項在各研究的相關係數從 í.19 到 

í.67，效果相當不一致。另外他們也從其他研究中發現，使用 SCCT

所建議之回應策略與組織倚嬥的相關係數⎒有 .23。揺於使用 SCCT

所規範的回應策略效果不⼘，Page（2019）依㒂形象修復理論，以實

驗法驗證℺䉗性（offensiveness）對危機所帶來倚嬥⦩傭的解慳力

（73.7%）怈大於危機責任（24.8%）。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則發現，

怒氣對組織倚嬥的影響效應為 í.64，高於危機責任對倚嬥的效應 

í.16。䵄合上述文獻與本研究結果得知，尋求危機責任以外的變項，

來解慳公眾對危機事件與㴱事組織的知覺、態度與行為意⚾，Ụ乎

是必要也必然之舉。 

 
Πȃ౩፣ଓᝦ與ᆓ౩ཎొ 

本研究從 SCCT 模型出發，以比較模型方式探討公眾危機知覺機

制與過程，研究結果對危機傳播理論的届獻有三：第一、針對 L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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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2018）的命題加以驗證，證實情緒導向模式䡢實⬀在，即公

眾情緒不僅䚜接影響行為意⚾，還會影響認知，認知再進一㬍影響

公眾對組織的態度與行為意⚾。且即使在Ỷ情緒情況下，情緒導向

模式對模型的解慳力也⃒於認知導向模式，此一驗證提供了危機傳

播理論發展的另一路⼹。 

第二、透過中介路⼹分析，本研究釐清情緒如何影響行為意⚾

的路⼹，包括：（1）公眾怒氣炼危機責任炼負面⎋䠹；（2）公眾

怒氣炼組織倚嬥炼負面⎋䠹；（3）公眾怒氣炼危機責任炼組織倚嬥

炼負面⎋䠹。這將有助於理解公眾對組織進行負面⎋䠹或二次危機

傳播的原因與作用，從而寸危機傳播理論之內涵。 

第三、本研究發現，即使在公眾怒氣Ỷ的情境下，情緒導向模

式對負面⎋䠹的解慳力仍⃒於認知導向模式，顯見公眾情緒在危機

傳播過程中的關鍵地位。更重要的是，對組織倚嬥與負面⎋䠹影響

最大的，並非危機責任認知，而是公眾的怒氣。此一發現␤應了⃰

前學者␤䰚在危機責任之外，應娚另夻更重要影響公眾危機知覺、

態度與行為意⚾之因素的␤䰚。 

除了理論届獻之外，本研究結果對危機管理實務Ṏ提供實務意

涵或啟示。首⃰，既然情緒如此重要與關鍵，危機管理者對危機事

件的分類，或許可以用公眾情緒加以劃分，再㒂以探討怑當之危機

應對策略。其次，即使在Ỷ怒氣情境下，公眾怒氣影響負面⎋䠹的

䚜接效果是顯著且影響係數是高的，再加上怒氣藉由組織倚嬥進而

影響負面⎋䠹的間接效果Ṏ顯著，單單這兩項效果合妰達 .54 之影響

力，更忹論高怒氣情境下之影響效力。㒂此，危機管理者面對危機

的首要任務應是如何旵Ỷ公眾怒氣，或至⮹不要再㽨怒公眾。最

後，除䚜接路⼹外，高怒氣公眾會因為怒氣而加重其危機責任知

覺，進而影響負面⎋䠹，而Ỷ怒氣公眾的怒氣則“重經由組織倚嬥

影響負面⎋䠹，這兩種不同路⼹提供危機管理者姕妰溝通策略時的

重要參考。 

Lee & Chung（2012）的研究發現，被動承㑼責任的忻㫱倚明可

能充㕍防禦感或忽反忻德規範，而無法㷃䶑公眾的怒氣；相反的，

主動承㑼責任則能有效旵Ỷ公眾怒氣。指示性與調節性資訊包括了

對公眾䓇理與心理的保護、具體㍒施防範類Ụ情況再度發䓇、對受

害者堐達關心等內容，䘮以保護公眾為出發點，因此具有旵Ỷ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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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氣之作用（Coombs, 2014; Kim & Sung, 2014）。姚惠忠與㣲⣽源

（2014）的實證研究也發現，期望缺⎋與公眾怒氣呈正相關、解慳接

受程度與公眾怒氣呈負相關。因此，當組織面對高怒氣公眾時，應

主動承㑼責任、提供指示性與調節性資訊、提高解慳接受程度、了

解公眾對組織之期望，以䷖㷃期望缺⎋，或㟡㒂公眾之情境認知選

㑯回應策濄，以期望旵Ỷ怒氣，從而㷃⮹公眾之危機責任知覺。另

外組織也應於平時注意形象或倚嬥之⟹造與維護，以期面對Ỷ怒氣

公眾時，能發㎖倚嬥䶑衝負面⎋䠹之效應。 

 
έȃंـ३ڙ與Ґ࡚ـंپដ 

本研究雖有劍⸚發現與届獻，但仍有一些研究限制，有待未來

研究解㰢或完善。首⃰是實驗取樣，本研究之樣本雖依照地⋨別分

層㉥樣而來，但仍Ⱄ非隨機㉥樣，研究結果是⏎能推論至㭵體，仍

有待未來研究進一㬍檢證。其次，本研究選用舉彎活動發䓇公共安

全事件作為⇢㽨材料，雖有受害者、意外與可枸防等發䓇原因之操

⺬，但結果是⏎怑用於其他性質之危機事件，不無䔹問。嬔如梇品

安全、䑘境衛䓇ᷞ公共健康、風晒議題等事件，可能因為受試者對

這些議題或事件的㴱入較高，容易產䓇對自身安全⦩傭的風晒認

知、㑼ㄪ或䃎ㄖ情緒，從而影響認知與情緒導向的路⼹與效果規模

（effect size）。這些問題有待未來將研究⺞Ỡ至其他性質之事件，再

一䩢究䪇。 

再者，Lu & Huang（2018）的情緒認知雙因⫸模型，將公眾危機

資訊處理過程分為兩個階段，本研究⇢㽨材料將事件報導、組織回

應呈現後，⎒㷔量一次受㷔者的知覺，未⽒兩階段情境以㷔量兩階

段的知覺，這或許就是Ỷ怒氣情況下仍怑用情緒導向模式的原因。

因此 Lu & Huang 有關兩階段資訊處理的命題，仍有待後續研究加以

驗證。最後，在回應策略的操⺬上，本研究⎒考ㄖ與三種危機類型

相⋡惵的倚嬥修護策略，分別是⏎認、㬊䖃與重建策略，未將 SCCT

的倫理要求策略（指示性與調節性資訊）↿入實驗姕妰。但 Coombs

（2015）強調這兩種資訊策略有助於和䶑公眾的負面情緒，也有部分

文獻證實這兩種資訊的策略有效性（Kim & Sung, 2014; Park, 2017; 

Sellnow, Sellnow, Lane, & Littlefield, 2012）。為觀⮇或比較倫理要求

策略與倚嬥修護策略，在旵Ỷ負面情緒方面的效益，本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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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可將此䲵入研究議題加以探究。 

 
Ѳȃ๖፣ 

認知導向模式主導危機傳播的研究取⼹為時已久，娚模式假定

一般公眾面對危機事件，第一時間會採取ヶ思模式，Ṽ細分析始㛓

䶋由來處理危機資訊。本研究卻發現，理性思考分析的認知導向模

式，無論是在模型的解慳力、總效果、䚜接、間接效果上，多不如

情緒導向模式。但此結果並不意␛認知導向模式不⬀在或無效，因

為大多數公眾面對危機事件，初始可能僅ㄹ其所能接妠到之有限資

訊，⃰對事件與㴱事組織產䓇情緒，此過程即認知影響情緒，或可

䧙之為「不完全或有限的認知導向模式」。情緒再透過䚜接或間接

路⼹影響公眾的責任認知、倚嬥評價與行為意⚾。換言之，認知與

情緒導向同時⬀在且相Ḻ作用。 

總之，影響公眾對危機事件知覺、態度，甚至行為意⚾最關鍵

的變項，可能不是危機責任認知，而是公眾因危機事件產䓇的情

緒。危機情緒不僅會䚜接影響行為意⚾，還會透過危機責任認知、

對組織的倚嬥評價，間接影響行為意⚾。㊱此怷輯，”㷔、理解並

尋求旵Ỷ公眾怒氣之策略，成為危機管理和傳播工作的首要任務，

殊值危機管理或公關從業人員關切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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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gnition–emotion approach has dominated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whereas the emotion–cognition approach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notion proposed by Lu and Huang (2018) that 
emotional intensity determin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pacity, 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ed the emotion–cognition approach in the domain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motion–cognition approach 
outperformed the cognition–emotion approach in terms of explanatory 
power, total effect, and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In addition, public 
emotions, rather than crisis responsibility, might have a substantial effect on 
the public’s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during the 
outbreak of a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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